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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鸿

《中国科学报》：您对今年的春晚有什么预测？
刘悦笛：对广大的中国受众来说，马年春晚大概会是“稍显陌生的熟人”吧！说

它熟悉，那是说它不会超出春晚传统的整体范式，如果变得太过、太多、太深都会使
之陌生化。诚如马年春晚总导演冯小刚所言：“我对春晚的改变，远不如春晚对我的
改变。”为什么这样说呢？春晚不是电影，不是“导演的艺术”，而是顺应大众、多元综
合的“总体艺术”。

马年春晚要成功，就要做“熟悉的陌生人”。说它陌生，就是说冯小刚导演还会
加入诸多新要素：冯氏幽默那种“北方喜剧式”的语言艺术会强化，歌舞节目会更加接地气，青年化的走向也会更凸显，高科技
布景则会淡化。但这些改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突破既定的审美定式，那就要看这套饕餮大餐如何烹饪了，导演春晚就是一
种把握“度”的手艺。

总之，春晚更像是一道名菜“乱炖”，既是喜闻乐见的冷菜热烹，又要把天南地北各色
口味调和在一起。如能达及古人所讲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那便是极高明的境界了！

《中国科学报》：人们对近年来的春晚不满意，原因是什么？
刘悦笛：答案很简单———大众感到“审美疲劳”了。一方面，接受美学在提升，上世纪

80 年代民众审美期待并不高，90 年代后才逐渐增强并累积至今，对春晚要求再高也不为
过，但单一的春晚怎能满足多元的文化？另一方面，创作水准却相对滞后，相声与小品的
高峰期相继而过，歌舞亦难有新意推出，倒是举国欢庆的内在政治诉求未变，也许马年春
晚会更让中国民众纯粹“图个乐儿”？冯氏春晚的变局，我们将拭目以待。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今天的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娱乐？
刘悦笛：当然需要“多元共生”的娱乐了，无论就直面不同的文化群体而言，还是就差

异的文化内容来说，雅俗共赏、半俗半雅、大俗大雅其实都需要。春晚的观众一定会逐年
递减，因为青年文化群体成长起来后，自有高媒介与自媒体的文化需求，春晚迟早会成为
老年人温馨的“文化记忆”。文化的后浪推前浪，“道是无晴却有晴”！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中国人娱乐生活的现状如何？
刘悦笛：我觉得差强人意。我正生活在纽约，听到海外媒体对于崔健退出春晚的评价

说，面对当今精神的荒芜，是不是仍有“一无所有”之感？过去我们物质贫乏，但精神丰富；
现在我们物质丰腴，但精神骨感！尽管文化大众化的趋势势不可挡，但文化大众化并不等
于低俗化。当今中国亟待在提升美育基础上，打造出属于本土的“大众生活美学”，由此，
蔡元培先生所力倡的“美育代宗教”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王剑韩天琪采写）

《中国科学报》：对于冯小刚导演春晚，您曾评价为“有勇气”，为什么这么说？
尹鸿：过去这些年，春晚年年都在讲创新，年年都在集思广益，年年都动用了很多

社会资源，但所有的创新都仅仅局限于形式、手段、技巧，它内在的体系是非常坚实的，
很难改动。

我认为冯小刚担任今年春晚的导演，并不会使春晚有多大的改变。春晚要面对的
不仅是严格的审查制度，它的功能、体制、特殊的平台，当然也包括审查，所有的这些都
是有形或无形的巨大体系，任何人想改动它都非常困难。

《中国科学报》：近年的春晚与最早的春晚相比有什么变化？
尹鸿：与 30 年前相比，现在的春晚被负载了越来越多的功能。特别是在年关这样

一个对于中国人有特殊意义的时间，在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代表国家主流声音的媒
体，在这样一个承担着大众欢乐的除夕的平台。从性质来讲，它变得越来越形式感，越
来越庄重，越来越难容下一些尖锐的东西，而差异性的表达也会变得比较困难。

这样一个定位的春晚很难让所有人都满意，所以现在的春晚很难像当年那样可以
容纳一些尖锐、有力量的东西，它更像是一个欢庆仪式。如果用改革开放早期人们对文
化生活的期待来判断现在的春晚，就已经发生错位了。

过去的春晚就是中国一年当中最优秀节目的集大成，有一点过年的喜庆气氛
就可以了，没有后来很多功能的复合，再加上当时的社会状态比较开放，思想也比
较活跃，也没有那么多的利益群体从不同角度要求春晚。而现在春晚必须照顾社会
方方面面，让社会各阶层满意，完成政治、社会的表达功能，每年的总结功能，正面

宣传的功能等等。
近年来的春晚，一方面，内容变得越来

越板块化、形式化、仪式化，实质性的内容在逐渐减少。另一方面，春晚的受众也确
实在发生改变，不同的受众有不同的娱乐需求、价值观和判断标准，而受众娱乐生
活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元化。在我国目前社会阶层迅速分化，利益多元化的现状下，
春晚要照顾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确实非常困难。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今天的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娱乐？
尹鸿：现在的中国人需要多元化的娱乐选择，在当今中国，多元化的娱乐选择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需求，而更多的是一个事实。其实春晚之所以成为一个现象，是
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很难找到一个全社会都关注的共同话题，大家每年都拿春晚
来做一个共同话题。春晚就像我们年夜饭中的饺子，30 年前，饺子是过年才能吃到
的大餐，而现在，饺子更多地成为了除夕夜的一个仪式。如果我们把看春晚当作是
除夕的饺子一样，就不需要让它负载那么多的压力，大家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娱乐
方式欢度佳节。

《中国科学报》：您对于“春晚现象”的看法是什么？
杨早：“春晚现象”的形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春晚本身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其

地位和功能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今天的春晚相比于 30 多年前的春晚，其负载的意义加大
了。

另外，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和利益多元化都比较严重，再想寻找到全社会众口
一词想要批判或欣赏的东西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其实春晚在近些年一直饱受诟病，比如
语言类节目对农民的不友好嘲讽，对广东人、上海人等的地域歧视。这就使得春晚在面对
这种社会分层和冲突时，更加小心谨慎了，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

但如果一台娱乐性的晚会需要保持这种“政治正确”的话，讽刺就变得非常危险。不
光是官方的东西不能讽刺，其实各个阶层都不能被讽刺。一个节目被赋予的地位越高，它
就越难找到讽刺的动力和胆量。也许郭德纲的相声在小剧场演出的时候顾忌较少，但在
春晚的舞台上，他必然要磨去一些棱角。一台晚会一旦被定义为一个“庆典”，就意味着它
不太可能有过于尖锐的表达。这是春晚本身定位的问题。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春晚语言类节目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敢于讽刺了，对此您怎
么看？

杨早：我认为，没有必要要求春晚的语言类节目针砭时弊。反映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
不是春晚必须承担的一个功能。30 年前，我国的舆论渠道是比较少的，春晚作为一个举国
观看的节目，但又不像新闻联播那么严肃，出现一些针砭时弊的小品、相声，会让老百姓
觉得很过瘾。但在当前的媒体环境下，春晚的小品已经达不到这种程度了。这就好像在上
世纪 80 年代，文学承担了很多批判社会的功
能，而现在，大家已经不把批判社会的功能完

全加诸小说之上了。随着网络时代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这种途径已经发生了转换。
《中国科学报》：您对今年的春晚有什么期待？
杨早：春晚的内收性是没有办法的，它必须考虑到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而严格

的审查制度保证了这种内收性。这与当前中国电影的处境十分相似，从这个角度来
说，冯小刚作为电影导演执掌春晚，他面对的审查环境是一样的。

在谁都不能讽刺的前提下制造幽默效果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嘲”。其实这从前两
年的春晚已经初露端倪了，比如主持人之间互相开对方的玩笑来制造所谓的效果。
但这种效果并不十分好，因为主持人本身缺乏一种自我抽离感。我想冯小刚执导的
春晚可能会更多地在这方面下功夫，非央视出身的张国立在“自嘲”时可能会产生一
种张力，所谓的“张力”是说我不怕被嘲笑，嘲笑对我来说没什么影响。但是如果主持
人都来自一个单位，受一种力量管辖的话，可能有的玩笑就开不起来了。冯小刚怎样
将“成全别人，恶心自己”的冯氏幽默带进春晚是我比较期待看到的。

期待看到“冯氏幽默”

春晚作为中国人除夕夜一道重要的“年夜
饭”，也跟随着时代的巨变，从 30 年前的过年大
联欢到如今的“各家论长短”。近些年，大家普遍
的感觉是“春晚越来越难以逗乐中国人”了。而
冯小刚擅长的贺岁喜剧片虽然幽默方式经年不
变，却依然能逗笑对娱乐电影阈值逐渐升高的
国人。冯氏幽默与央视春晚的相遇会带来怎样
的化学反应？春晚，在中国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分
化的社会中还能唤起中国人共同的欢笑吗？

曾经的全民娱乐盛宴

春晚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全民娱乐盛宴。每
到除夕，几乎家家户户的中国人都等候在电视
机旁，等待春晚带给自己的愉快享受。在如今
娱乐方式如此多元的中国，能号召全国乃至世
界华人共同关注的全民娱乐可能也就只此一
处了。

经历过 1983 年第一届春晚的中国人，肯定
难以忘记李谷一一人独唱 8 首歌的场景，那是
长期的文化压抑后一场酣畅淋漓的宣泄。现在
的新生一代，恐怕很难理解在那样一个开放初
期的环境中，春晚寄托着中国人怎样的希冀和
情怀。30 年前，正是春晚的相声、小品，开启了
人们可以放下包袱、开怀大笑的时代。从那时开
始，中国人养成了看春晚过除夕的习惯，只因为
春晚能在阖家团圆的时刻带给人们欢笑。

然而走过了 30 年的历程，近年来，春晚的
吸引力却在逐年下降，春晚能带给人们的欢笑
越来越少。人人都失望，春晚的小品、相声既不

可笑、又无讽刺。春晚成为了除夕餐桌上“食之
无味，弃之可惜”的一道“鸡肋”。

这当然与春晚本身的定位息息相关。“30 年
前，春晚只是一个全民大联欢，电视台举办这样
一场晚会，大家高高兴兴过年就好。而随着时代
的变化，春晚被赋予了越来越多其他的功能。”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对《中国科
学报》记者说。

上世纪 90 年代，央视转型成为真正的国家
电视台。主流意识与政治期望，开始前所未有地
注入春晚这台文艺晚会。春晚被赋予了太多的东
西。今天的春晚并非一台纯粹的娱乐晚会，它是
娱乐的，也是文化的，还是经济的，更是政治的。

相比上世纪 80 年代初，今天的受众有了更
加多元的娱乐选择和娱乐品位。而社会的巨变
实际上带来了社会阶层的高度分化和利益关
切的高度多元。春晚无法毫无顾忌地用讽刺来
幽默，因为高度碎片化的社会需要调和更多的
口味。

30 年，春晚背上了更多一致性的符号，而
它的受众，却向着相反的方向聚集。

冯氏春晚会好吗

一份来自媒体的调查数据显示：72.4%的人
希望春晚节目有所改变和创新。可对于这台无
法避免“高大全”的晚会，创新难免流于技术和
形式，广阔观众群的众口难调成了春晚之“困”。
而今年，这个困局交到了以“贺岁喜剧”而驰骋
中国电影界的导演冯小刚手中。

一个是亟须创新的传统综艺节目，一个是
擅长幽默的老牌电影导演，冯小刚和春晚的结
合会带来怎样的亮点？

冯小刚的所有声名与自信，建立在旁人难
以企及的电影票房上。而冯氏电影的高票房，
是建立在群众的喜闻乐见和国产优质电影奇
缺的基础上。将“冯氏幽默”运用到观众已经

“审美疲劳”的春晚上，还能起到和电影一样好
的效果吗？

除了载体的变化，央视春晚的严格审查也
对“冯氏幽默”能抖出多少包袱有一定影响。春
晚和冯导都有自己固定的路数，有媒体曾这样
评论：“马年春晚是冯小刚玩得最大、也最拧巴
的一票贺岁片。”

然而，就在这些看似不一定和谐相融的因
素中，仍然有冯氏春晚值得期待的理由。纵观冯
小刚历年的贺岁电影，“成全别人，恶心自己”是
其惯用的幽默手法。在政治正确、面面俱到的要
求下，毫无顾忌的讽刺失去了可能性，在谁都不
能讽刺的前提下制造幽默效果的最好办法就是

“自嘲”，而一众冯氏影片演员的加入，因其体制
外的身份属性，反而为这种“自嘲”增加了张力。
我们有理由期待，冯小刚在马年的除夕夜，会带
来一台“成全观众，恶心自己”的冯氏春晚。

艰难的平衡

1983 年第一届春晚王景愚表演的哑剧《吃
鸡》和 1984 年春晚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吃面
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没有任何宏大的

意义，只是遵循幽默的规律，用夸张的肢体动
作，误会、贪心等，让人们哄堂大笑。对于后来
的春晚来说，没有宏大的意义是不可能的。“它
所承担的是照顾社会方方面面，让社会各阶层
满意，完成政治功能、社会风俗的表达功能、每
年的总结功能、正面宣传的功能等等。今天的
时代已经与 30 年前很不一样了，还想看到跟以
前一样的春晚是不太可能的。”尹鸿告诉《中国
科学报》记者。

今天，人们可以看到相声、小品、喜剧电影、
情景喜剧，专业的文工团、说唱团都有制造笑声
的人，网络上还有专门的笑话、幽默段子写手，
可是我们所需要的欢笑，在数量上总是供不应
求，在质量上总是不如人意。

在段子领域耕耘多年的东东枪说过：“毫无
顾忌是幽默的开始。”“可乐”来自于讽刺和幽
默。而讽刺和幽默需要环境，同时又最不愿意受
到环境的限制。但今天的中国是一个阶层高度
分化，利益诉求高度多元的碎片化社会。任何一
点讽刺，一旦放大到春晚的舞台上，都有可能引
发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嫌隙。

2011 年春晚语言类作品总导演马东曾经说
过，“欢乐祥和别添堵”是春晚的基调，可这基调
生生挤掉了“可乐”，“一说讽刺，一说现实，就看
成是添堵，这是狭隘的意识”。另一方面，也有人
认为，幽默并不应该以讽刺当下为己任，离时代
太近的幽默，也容易被时代抛弃。

春晚艰难地在不同的诉求之间把握平衡，
它已经背负了太多标签。也许正因为如此，春晚
离它的初衷越来越远？

当下，中国人最
关注的热点之一是
即将登场的冯氏春
晚。冯小刚擅长贺岁
喜剧片，央视正是看
中了这一点，希望通
过他的匠心，使春晚
能够带给人们更多
的笑声。这从一个侧
面说明，在今天，给
人们带来笑声越来
越难了。为什么会这
样？中国人到底需要
怎样的娱乐？围绕这
个话题，我们约请了
相关专家从思想层
面各抒己见。

编者按：

春晚，为什么不“可乐”了？
姻本报见习记者 韩天琪

《中国科学报》：人们为什么普遍比较怀念早期的春晚？
陈旭光：上世纪 80 年代初，刚刚从“文革”时期走出来，被长期禁锢的人们初次接触

春晚，一下子被它的别开生面和新鲜感吸引了，春晚的“温情”“亲情”是与“文革”的“革命
文化”完全不同的。春晚顺理成章地成为当时全国人民每年都期待的情感“大餐”。另外，
上世纪 80年代的春晚有一个特点，即内容为王、形式简单、投资不大、广告不多，而作品
内容真正地接地气，相较目前春晚的状况，确实让人倍加怀念。

《中国科学报》：人们总觉得近年来的春晚不尽如人意，原因是什么？
陈旭光：随着技术的发展和高科技的应用，春晚的场面越来越大、投资逐年增高，难免形式大于内容；进入多媒体、自媒体时代，

娱乐方式多元化，一台春晚无法承载更多层次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春晚越来越难办，骂声越来越多，这是正常的。
春晚被赋予了太多国家意志，“欢乐”“祥和”“奋进”“和谐”的基本主题几年来一以贯之。而现在的网络电影、网络剧等娱乐形式

不乏无厘头、轻松的元素，这让年轻人更多地选择后者。所以，对他们来说，春晚的吸引力的确
不是特别大。

即便如此，长期以来，春晚已成为新的民俗，也成为一种贺岁文化，大部分老百姓还是在
每年的这个时段有所期盼，就像团圆饭一样不可少。现在春晚碰到的困难是，它不可能让所
有人都满意。

春晚也在不断摸索，今年请冯小刚做总导演就是一个探索。冯小刚是在戴着脚镣跳舞
啊！冯小刚以贺岁片在老百姓心目中建立起的冯氏幽默风格，以及反映主旋律的《唐山大地
震》《集结号》等，让大家对他抱有期待，希望他为今年春晚增加一些幽默、欢快的平民化元素。

《中国科学报》：您对春晚的期待是什么？
陈旭光：我认为，春晚不要一味地板着面孔，要真正欢快、真正地平民化、真正地时尚化，

设计出各个文化层次、社会阶层都能接受的节目。
近年，春晚已经是国家形象的象征，被赋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这无可厚非，但问题

是，这种功能不宜太强烈，否则就“太高”“太大”“太严肃”，就会淡化它的平民气质、民生性。
当今的文艺娱乐是不断走向平民化的时代，所以春晚也要关注平民，真正为老百姓着

想，要更接地气。虽然做起来会很难。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今天的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娱乐？
陈旭光：我认为中国人需要多样化的娱乐，不要太板着面孔，道德标准不要太严。因为中

国人对娱乐的欣赏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阶层、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文化体认的人有不同的
娱乐取向。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个观念，即“娱乐无大害”———有些娱乐可能是粗俗的、无厘头
的、不那么高雅的，但是它在伦理上没有大害。

中国人需要多样化的娱乐

春晚如同除夕夜的饺子

马年春晚：熟悉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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